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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末三国之际瘟疫探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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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东汉末期至三国末期出现的瘟疫，有暴发频率高、疫区分布范围广、季节性明显等特
点。气候变化、自然灾害、人口流动、频繁战争是影响瘟疫暴发和流行的主要因素。瘟疫导致汉
末三国之际人口锐减，对战争进程和结局以及建安文学都产生了较大影响，为道教发展提供了一

定机会，对医学的发展也起到了某种程度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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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末三国之际( 公元 2—3 世纪) 是中国历史上极为动荡不安的时代之一，引起社会动荡的因素有很多，
不一而足。除了众所周知的连年混战之外，大疫频发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汉末三国之际的疫情断断
续续持续了近两个世纪之久，给当时的人口、军事、文化和信仰等多方面都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关于“疫”的含义，古代和现代的解释可能并不完全一致。“疫”，史籍中又常称作“疫气”“疠”和“疫疠”

等等，我们一般习惯性称之为瘟疫。瘟疫在现代医学中属于传染病范畴，其定义为: 由各种病原体引起的，
能在人与人、动物与动物、或人或动物之间相互传播的一类疾病［1］166。古人当然不可能从微生物这个层面出
发来解释“疫”，他们只能从“疫”的外在表现出发，来对其进行非常表面化的、疏略的描述。《说文解字》将
“疫”解释为“民皆疾也”［2］248，即不分老少强弱皆患病，这体现了“疫”具有流行性的特点。魏文帝黄初四年
( 223 年) ，曹魏大军围攻吴国江陵城，胜利在望之际皇帝却突然要求撤军，究其原因则是“贼中疠气疾病，夹
江涂地，恐相染污”［3］83，可见“疠气”具有传染性的特点。尽管古籍中的“疫”和现代医学中的“瘟疫”( 传染
病) 在具体内涵上可能存在一些差异，但基于其基本特点相同，故在下文中，笔者将史书中记载的“疫气”
“疠”和“疫疠”等，统一称为“瘟疫”。

一、瘟疫流行概况及特点
汉末三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疫病的高发期，西汉汉高祖元年至孺子婴居摄三年( 前 206—8 年)

215 年间，共发生瘟疫 10 次，平均 21． 5 年一次; 王莽始建国元年至安帝元初五年( 9—118 年) 110 年间，共发
生瘟疫 7 次，平均 15． 7 年发生一次［4］371 － 427。自东汉建国以来每隔几年或十几年就有大疫出现，尤其是自安
帝以降，瘟疫暴发频率显著增加，疫区分布范围也更加广泛。因此，本文选取安帝至三国末这一时段的疫情
进行探讨。根据文献记载，将历次瘟疫发生情况统计如下表:

表 1 汉末三国疫情表
公历 年 号 疫 情 出 处

119 年 安帝元初六年 夏四月，会稽大疫 《后汉书·孝安帝纪》
124 年 安帝延光三年 九月，京师大疫 《后汉书·顺冲质帝纪》
125 年 安帝延光四年 十二月，京都大疫 《后汉书·顺帝纪》

126 年 顺帝永建元年 冬十月……甲辰，诏以疫疠水潦，令人半输今年
田租

《后汉书·顺帝纪》

129 年 顺帝永建四年 六州大蝗，疫气流行
永建中，京师大疫…其后岁岁有病，人情愁怖

《后汉书·杨厚传》
《全后汉文》卷 36《应劭(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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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公历 年 号 疫 情 出 处

149 年 桓帝建和三年 十一月，诏曰:“今京师厮舍，死者相枕，郡县阡陌，处
处有之…又徒在作部，疾病致医药，死亡厚埋藏”

《后汉书·桓帝纪》

151 年 桓帝元嘉元年 正月，京师大疫。二月，九江、庐江又疫 《后汉书·五行志》
161 年 桓帝延熹四年 正月，大疫 《后汉书·桓帝纪》
162 年 桓帝延熹五年 ( 三月) 皇甫规讨陇右，军中大疫，死者十有三四。 《后汉书·皇甫规传》

166 年 桓帝延熹九年
春正月…己酉，诏曰:“比岁不登，民多饥穷，又有
水旱疾
疫之困。

《后汉书·桓帝纪》

169 年 灵帝建宁二年 疫气流行，死者极众 《备急千金要方》
171 年 灵帝建宁四年 三月，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 《后汉书·灵帝纪》。
173 年 灵帝熹平二年 正月，大疫，使使者巡行，致医药 《后汉书·灵帝纪》
179 年 灵帝光和二年 春，大疫，使常侍、中谒者巡行致医药 《后汉书·灵帝纪》
182 年 灵帝光和五年 二月，大疫 《后汉书·灵帝纪》
185 年 灵帝中平二年 春正月，大疫 《后汉书·灵帝纪》

196 年 献帝建安元年 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
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时居其七

《伤寒论》

208 年 献帝建安十三年 十二月，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
死者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211 年 献帝建安十六年 ( 扈累) 随徙民诣邺，遭疾疫丧其妇 《三国志·魏书·胡昭传》注引《魏略》
215 年 献帝建安二十年 从攻合肥，会疫疾 《三国志·吴志·甘宁传》

217 年 献帝建安二十二年
是岁大疫
( 春) ( 司马朗) 与夏侯惇、臧霸等征吴，到居巢，军士
大疫。朗躬廵视致医药，遇疾卒，时年四十七

《后汉书·献帝纪》
《三国志·魏书·司马朗传》

219 年 献帝建安二十四年 是岁大疫，尽除荆州民租税 《三国志·吴志·孙权传》

220 年 献帝建安二十五年
( 曹操崩时，正月) 士民颇苦劳役，又有疾疠，于是
军中骚动

《三国志·魏书·贾逵传》注引《魏略》

223 年 魏文帝黄初四年 会大疫，诏敕尚引诸军还
( 三月) 是月大疫

《三国志·魏书·夏侯尚传》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

223 年 魏文帝黄初四年 三月，宛许大疫，死者万数 《宋书·五行志》
234 年 魏明帝青龙二年 四月，大疫 《三国志·魏志·明帝纪》
235 年 魏明帝青龙三年 正月，京都大疫 同上

242 年 吴大帝赤乌五年 秋七月，以兵三万讨珠崖儋耳，是岁大疫
军行经岁，土众疾疫，死者十有八九

《三国志·吴书》
《三国志·吴书·全琮传》

252 年 吴孙亮建兴二年 四月，围新城，大疫，兵卒死者太半 《三国志·吴书·孙亮传》

273 年 泰始九年
( 吴孙皓凤皇二年)

吴疫，三年内京都死者竟达十万 《宋书·五行志》

274 年 晋武帝泰始十年
( 吴孙皓凤皇三年)

( 晋) 大疫，吴土亦同
( 吴) 自改年及是岁，连大疫

《宋书·五行志》
《三国志·吴书》

275 年 晋武帝咸宁元年
( 吴孙皓天玺元年)

十一月，大疫，京都死者十万人 同上

据上表分析，东汉末期至三国末期的瘟疫具有以下特点:

( 一) 瘟疫暴发频率高

东汉安帝至三国末期这 150 多间，有 32 个年份都有疫情出现，平均不到 5 年出现一次。其中又以安帝
时期( 约 2． 5 年 1 次) 、灵帝时期( 约 2． 6 年 1 次) 、建安末期( 2 年 1 次) 、曹魏初期( 1 年 1 次) 和孙吴后期( 1
年 1 次) 的瘟疫暴发最为频繁。
( 二) 疫区分布范围广

瘟疫的出现区域极为广泛，从黄河中下游的洛阳( 东汉京师、魏京都) 、南阳、宛、许等中原地区，到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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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下游的荆州、九江、庐江、合肥，再到长江以南的建业( 吴京都) 、会稽，甚至远在西北的陇右地区都先后有
疫情发生。文献中对于京师的瘟疫发生记载颇多，而对郡国和州县的瘟疫的记载则少了很多。笔者推测出
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有两种: 第一，京师人口稠密，病原体易于传播，染疫几率大，染疫者众多，疫情确实严

重; 第二，京城作为首善之区，瞩目度极高，一旦有事件发生，很容易引起关注。与此相反，由于距离和时间
的限制，地方上( 尤其是较为偏远地区) 发生的事件，则一般不易引起关注。由于地方上的受关注度远不及
首都所在地，出现这种记载上的失衡，也就比较容易讲得通了。
史料的阙如致使我们无法掌握历次瘟疫的具体情况，但是“大疫”之“大”，这一明显带有程度性的修饰

词，似乎可以推测“大疫”应是指疫情较严重或很严重的瘟疫，一般可能是疫区范围广、发病快、传染率或致
死率高的疫病。
( 三) 暴发季节性明显

这一时期瘟疫的发生具有季节性的特点。将表 1 中的疫情发生时间统计如下表:
表 2 疫情发生时间分布表

疫情发生季节 春 夏 秋 冬 不详

疫情发生月份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秋 冬 不详

疫情发生次数 9 3 3 3 2 5 7
合计 18 7 7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共发生瘟疫 32 次，其中有 7 次发生时间缺乏记载，其余有记载的 25 次瘟疫中，春夏
两季是瘟疫的高发期，发生频率高达 18 次，尤以正月为甚; 秋冬两季共发生瘟疫 7 次，其发生频率明显低于
春季。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二: 其一，春季是多种疾病的高发季节。由于天气多变，时寒时暖，尤其
是在北方，人们经历了寒冷的冬天，当天气由寒转暖，身体的内环境不能与外界环境立刻适应，机体的免疫

屏障较为薄弱，细菌和病毒之类的致病微生物很容易侵入人体，从而引发疾病。就现代社会来说，春季也是
一个传染病的高发季，诸如流行性感冒、麻疹、水痘、腮腺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和手足口病等各种各样的传
染病都多发于春季。现代医学已能很好地应付大部分的流行性传染病，不致给人们带来较严重的危害，但
是在医学水平低下的古代社会，一些在今天看来微不足道的小病也可能会给当时的社会造成极大的破坏。
其二，可能跟某些作为传染源或传染媒介生物的生活习性有关。比如有些动物在冬天进入冬眠状态，病原
体就在其体内慢慢繁殖，一到春季这些潜伏的病原体活动能力增强，活动范围扩大，在与人类的接触中可能

会带去某些传染病。

二、影响瘟疫暴发和流行的因素
作为这场大疫的见证者曹植，曾作《说疫气》一文，描述了建安年间疫情暴发时的社会状况，并对疫情发

生的原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中说:“建安二十二年，疠疫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
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
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他发
现“被褐茹藿，荆室蓬户”的穷苦之家，死亡率很高; 而“殿处鼎食，重貂累蓐”的富贵之家，死亡率则相对较
低。另外还认为“阴阳失位，寒暑错时”的异常气候也是造成瘟疫横行的主要原因。事实上，大疫的发生不
止与以上两种因素相关，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是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所造成的结果。
( 一) 气候变化

气候对瘟疫的暴发和流行可以产生直接、持久且广泛的影响，气候的变动可能为病原体的的滋生和繁
殖创造适宜的条件。据竺可桢先生的研究，东汉初期，气候开始出现转寒的迹象，但这只是短期的降温，东
汉中期时，气候尚且温暖，三国时代，气候才开始不断趋于寒冷，到 3 世纪后半叶气候真正变冷，特别是公元
280—289 年的十年间寒冷达到顶点［5］。桓帝延熹年间“阴阳易位，当暖反寒，春常凄风，夏降霜雹”［6］631 ; 灵
帝光和六年冬“北海、东莱、琅邪井中冰厚尺余”; 献帝初平四年六月“寒风如冬时”［6］3313，魏文帝黄初六年
“是岁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3］85，吴太平二年( 257 年) 二月“雪大寒”［3］1153，此外诸如雹、霜、雪、严寒等
极端天气的记载在史籍中也不绝如缕。寒冷状况下，由于冰盖的不稳定性，气候突变的可能性会增大［7］，而
剧烈的气候变动，极端的气候现象，可以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到病原体的产生、传播媒介的活跃性，以及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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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易感性，为瘟疫的发生和扩散营造出适宜的环境。
气候也能通过影响农业来间接影响瘟疫。中国古代是一个以农为本的农业社会，农业发展情况与气候

状况息息相关。首先，气候失常可能使农时紊乱，不利于农业活动的开展，农作物的播种、生长和收获等各
个环节若没有在适宜的时候进行，必然会影响到农作物的生长和收成; 其次，气候失常也会对降雨量产生影

响，降雨量的过多或过少可能会引发水、旱灾害，进而影响到农作物的产量; 最后，气候失常还易引发自然灾
害，破坏农业生产。正如建安年间袁术所睹之况，“天旱岁荒，士民冻馁，江、淮间相食殆尽。”［6］2442农业生产
的破坏、农作物的歉收会造成百姓饥馑，而大疫往往伴随或尾随饥馑而至。
( 二) 自然灾害

自然灾害会加剧原有的疫情。汉末三国之际，水灾、旱灾和蝗灾等自然灾害频频发生，严重破坏了农业
生产，引发大规模的饥荒，多地出现“人多饿死”“饥民相食”的人间惨剧。根据《中国历代天灾人祸
表》［8］105 － 168，从安帝永初元年至献帝建安末，共发生水灾 34 次，旱灾 35 次，蝗灾 19 次，其他自然灾害更是不
胜枚举。水、旱灾害对农业和农作物的危害自不必说，蝗灾对农作物的危害也不容小觑。古代文献中记载
的蝗灾多由东亚飞蝗引起，当其群集迁飞时，往往遮天蔽野，所过之处禾稼草木皆尽。群居型的飞蝗活动力
极强，可在空中持续迁飞 1 － 3 天，飞行距离长，覆盖地区广，因此一旦发生蝗灾，往往会破坏数州，甚至数十
州的作物和植被。俗语云:“春播夏耕，秋收冬藏”，据陆人骥《中国历代蝗灾的初步研究》［9］，蝗灾多发于夏
秋两季，而东汉蝗灾的发生尤以夏季为多。夏秋两季是农作物生长、成熟的重要时期，此时遭遇蝗灾，大片
农作物被啃食殆尽，严重摧毁农业生产。易旱易涝的环境特别适宜蝗虫产卵和繁殖，而水旱灾害恰好能给
蝗虫营造出这种生育环境，因此，旱灾是诱发蝗灾的主要因素。水灾、旱灾和蝗灾等自然灾害接踵而至，引
起大规模的饥荒，造成民皆饿死、饿殍载道的惨状。
饥荒和瘟疫就如同孪生兄弟，常常相伴相随。一方面，饥荒可能促使传染源的产生。当人们由于缺少

粮食而处于极度饥饿时，为了生存会改变饮食结构和食物链，譬如捕食野生动物或食用自死动物都是可能

发生的情况，而这些动物身上极有可能潜藏着对人类具有巨大杀伤力的致病病原体。事实上，人类的传染
病大都来自于自然界的动物，远者如鼠疫，近者如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症( SAＲS) 、禽流感、埃博拉病毒等，
这些自然疫源性疾病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灾祸。自然疫源性疾病的病原体最初只寄生于动物身上，引
起动物的发病或不发病，偶然情况下，经过某些渠道转移到人类身上，人类对这类疾病缺乏特异性免疫力，

一旦扎根人体，短期内难以控制，就会造成传染病的暴发流行［10］。
另一方面，饥荒可以创造出有利于病原体产生和传播的条件。当人身体健康时，体内的微生物群落与

宿主之间，以及各微生物群落之间会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状态。饥饿造成的营养不良会导致机体免疫功能
下降，进而打破这种平衡状态，机体获得“机会性感染”的几率增加，机体患病的风险也随之增加( 引起机会
性感染的原因有三种: 微生物的异位寄生、微生物群落失调和机体抵抗力下降。异位寄生和微生物群落失
调均应广义地被包括在机体抵抗力下降中。因为微生物只有突破机体屏障结构才能到达异位寄生部位，故
异位寄生应广义地被看成机体抵抗力下降的结果。微生物群落之间的平衡更是机体非特异性免疫功能之
一，菌群失调当然意味着机体抵抗力受到破坏，而造成机体抵抗力下降的原因之一就是营养不良) ［11］。汉末
三国之际多次发生大范围的饥荒，人类长时间处于吃不饱饭，甚至无饭可吃的状况下，营养不良的必然的，

而营养不良势必影响到人体内环境的动态平衡，导致共生微生物由原来的非致病性微生物转化成致病性的

病原体，进而对宿主的身体健康造成威胁。
( 三) 人口因素

人口因素可以影响瘟疫的传播，加剧瘟疫的流行程度。人口因素对瘟疫的影响，主要包括人口密度、人
口流动和人口素质。首先，稠密的人口是维系瘟疫传播的必要条件。传染病的传播必须具备三个基本环
节［1］168 : 传染源( 能排出病原体的人或动物) 、传播途径( 空气、飞沫、粪口、接触传染等) 和易感人群，三者缺
一不可。人口密集的地方，潜在的易感者更多，病原也更容易生存和转移。据表 1 的统计，在东汉、魏国和吴
国的京师所在地区、以及南阳、荆州和会稽这样的中心城市，瘟疫造访的频率更高，造成的后果也更严重。
一个地区的中心城市往往都是人口移动的目的地，大量人口汇集于此，一旦有人受到感染，如此规模的人口

足以维持其传染链，因此大城市易于成为瘟疫流行的基地。
其次，人口流动是加速瘟疫传播的主要原因。人口流动会产生新的传染关系，流动人口越多，流动越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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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流动区域越广，接触机会越多，则瘟疫传播的更快更广，疫情就越严重。汉末三国之际正是历史上人口
流动的高峰期，为了躲避战乱或饥荒，大量生活无着的百姓四处奔波，食物、用水、卫生等都得不到保障，身
体素质下降，染疫风险增加。随着染疫者的流动，瘟疫的传染空间也在不断拓展。这些染疫者到达新的地
方时，又会把病原带给当地的人民，一旦在没有相关病史的地方传播开来，其造成的后果往往触目惊心。
最后，人口的生理素质是影响患疫的重要因素。并非任何接触疫者的人都会患疫，患疫与否和各人的

身体抵抗力密切相关。瘟疫的暴发并不会使接触者 100%的发病，有抵抗力者，即使对致病菌也不会致病，
而没有抵抗力或者抵抗力弱者，则很容易受到致死性的感染［10］。汉末三国之际，战乱四起，灾害不断，人民
缺粮乏食，食不果腹，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的人们很容易营养不良，导致自身生理防御能力变弱，病原易于乘

机而入。正如曹植《说疫气》中所观察到的现象，“被褐茹藿，荆室蓬户”的穷苦之家，死亡率很高; 而“殿处鼎
食，重貂累蓐”的富贵之家，死亡率则相对较低。穷苦之人更易感染瘟疫，因为他们生活条件贫乏，甚至基本
的温饱都难以保障，从而导致体质虚弱，中医经典《灵枢·百病始生》篇记载岐伯之语，云: “风雨寒热，不得
虚邪，不能独伤人，卒然逢疾风暴雨而不病者，盖无虚，故邪不能独伤人，此必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

得，乃客其形。”认为人之所以会患病，除了受到风雨寒热等自然因素的影响外，体质因素的影响作用更大。
同样遭逢疾风暴雨，有的人会染病，而有的人却无恙，这是因为“病者”本身就体质虚弱，再加上外界的邪气
( 病原) 入侵，身体的抗病能力低下，轻易就受到感染; 而“不病者”体质强健，外界的邪气( 病原) 无法入侵，
就难以受到感染。
( 四) 频繁战争的影响

三国是一个战火纷飞的时代，纵观三国九十年的历史，大大小小战役数不胜数，仅参战兵力在五万及以

上的大型战役就有 92 次之多，平均一年一场大战。中小型战役的频繁，那就更无需多言［12］。战争常与瘟疫
相伴，军队是瘟疫偏爱的场所。表 1 中，有 7 次瘟疫就发生于军队之中。长途奔袭、急速行军本来就容易扰
乱身体内环境的平衡，军营生活环境往往又比较恶劣，再加上行军途中饮用水和食物安全得不到保障等诸

多原因，往往更容易诱发瘟疫。此外，军营也是一个人口密度较大的场所，如此众多的青壮年可供病原寄
生，大大增加了瘟疫交互传染的几率，保证了瘟疫的传播链不会中断，并推动其传播进程不断发展。
战争使得政府的社会救济功能难以有效运行。汉灵帝之前，社会较稳定，发生疫情时，常令使者巡行疫

区，施送医药，救治疫民。尽管在医治效果可能差强人意，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和疫情恶化，有时候“最
基本的护理也会极大地减少死亡率，比如，只需提供食物和水，就可以让那些暂时虚弱的无法照顾自己的人

康复，而不是悲惨的死去。”［13］73灵帝之后，群雄逐鹿，政府的各项体制被破坏，国家机器几陷于瘫痪状态，对
百姓的死活置之不理，致使疫情不断加剧。
丧生战乱的大量尸体难以得到正确处理。东汉末年，兵戈屡兴，曹操曾令曰: “自顷已来，军数征行，或

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3］32，大量的士兵和百姓丧生于战火之中。曹操《蒿里行》中描写当时混战过后的惨
状“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绝人肠。”［14］606王粲在《七哀诗》中也有“出门无所见，白骨
蔽平原”［15］1087的描述，战乱过后，积尸蔽野，无人处理，都已变为森森白骨，这些尸体可能会污染空气、水源
和环境等，有利于瘟疫的散播。因此，战争不但是滋生和培育瘟疫的温床，也是瘟疫传播的助推器。

三、瘟疫带来的影响
( 一) 导致汉末三国之际人口锐减

瘟疫具有的巨大的、无差别的杀伤力导致大量人口死于非命。东汉安帝延光四年( 125 年) 冬，京都发生
大疫，张衡上书说“臣窃见京师为害兼所及民多病死，上并猥死有灭户，人人恐惧。”［5］3350又桓帝延熹五年
( 162 年) 皇甫规讨陇右，“军中大疫，死者十有三四。”［5］2133汉献帝建安年间( 196—219 年) 多次发生大疫，张
仲景在《伤寒论》自序中提到此次瘟疫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
分有二，伤寒时居其七。”［16］3曹植《说疫气》描述建安二十二年瘟疫发生时的惨状: “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
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17］魏文帝黄初四年“宛许大疫，死者万数”。吴赤乌五年，孙权派兵
讨海南岛，暴发大疫，“土众疾疫，死者十有八九”。建兴二年，吴兵包围魏新城“大疫，兵卒死者太半”。由于
文献资料的简略，我们无法得知历次大疫造成的死亡数和死亡率，但通过现有记载，疫病造成的人口死亡率

从“十有三四”到“太半”，甚至高达“十有八九”，虽然这些数字可能和实际存在一些偏差，但“大疫”造成大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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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的人口减损，这点是毋庸置疑的。根据葛剑雄先生的研究，在东汉顺帝永和五年( 140 年) 前后，人口数
量达到一个峰值，可能已经超过 6000 万［16］424 ; 三国末期( 280 年吴亡) ，在原东汉疆域内，人口数最多时仅为
3000 万［18］447，这 140 年间人口数下降了约 50%。人口数大量损耗的这 140 年间，恰好和瘟疫频发的时间相
吻合，由此可见，瘟疫是导致当时人口锐减的重要原因之一。
( 二) 对战争进程和结局的影响

瘟疫会影响战争的进程和结果。首先，瘟疫可以影响战争的胜败。建安十三年，曹魏和孙吴之间暴发
了历史上有名的赤壁战争，曹军败归，损失惨重。通常认为曹军赤壁之败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曹军远来疲
敝，遽然交战，缺乏休整和适应环境的过程; 第二，曹军多为北方之人，不习水战; 第三，荆州新附之兵，不能

尽心于曹军。然而，除以上三个因素之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瘟疫。据《三国志·魏书》载“( 建
安十三年十二月) 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备遂有荆州。”［3］31又《三国志·
蜀书》载:“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
引归”［3］878，《三国志·吴书》也有类似记载云:“遇于赤壁，大破曹公军。公烧其余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
半。备、瑜等复追至南郡，曹公遂北还。”［3］1118由此可见，瘟疫和饥饿也是曹军战败的重要因素之一。裴松之
也曾云:“至于赤壁之败，盖有运数。实由疾疫大兴，以损凌厉之锋……天实为之，岂人事哉?”［3］330曹军士卒
多身染疾疫，极大程度上损耗了士卒的精力与体力，也削弱了曹军的战斗力，疲病之卒遭遇吴蜀之精兵强

将，只能不战自溃。
其次，瘟疫可以影响战争的进程，甚至促使战争结束。黄初三年，魏文帝遣夏侯尚与曹真等包围江陵

城，江陵城中外断绝，城中兵又多肿病，堪战者仅五千人，江陵城危在旦夕。吴王孙权派诸葛瑾前去解江陵
之围，夏侯尚与其他各路大军对吴军水陆夹攻，击退诸葛瑾所部援军。正当魏军以为江陵城指日可拔之时，
“会大疫，诏敕尚引诸军还。”［3］294不久，魏文帝发诏书曰: “……( 江陵) 城中外雀鼠不得出入，此几上肉耳。
而贼中疠气疾病，夹江涂地，恐相染污。……今开江陵之围，以缓成死之禽”［3］83，江陵城中暴发严重的瘟疫，
为避免受到传染，魏军不得已放弃了即将到手的胜利，提前结束了战争。无独有偶，建兴二年，诸葛恪率兵
伐魏“夏四月，围新城，大疫，兵卒死者大半。秋八月，恪引军还。”［3］1153不同于前者的是，这次是由于吴军一
方士卒患疫，死伤大半，战斗力严重损伤，不得不立即终止战争。
( 三) 对建安文学的影响

东汉末年在文坛享有盛誉的莫过于“建安七子”，“建安七子”除了孔融被杀、阮瑀早逝外，其余“五
子”———即王粲、徐干、陈琳、应玚、刘桢，都于建安二十二年逝世。据《三国志·王粲传》记载，建安二十一
年，王粲随魏军征吴，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时年四十一”［3］599。又据《三国志·司马朗传》，建安二十二年春，
司马朗“与夏侯惇、臧霸等征吴。到居巢，军士大疫，朗躬廵视，致医药。遇疾卒，时年四十七。”［3］468同样是
建安二十二年春，同样是随军征吴时，此时军中瘟疫流行，司马朗因感染瘟疫而亡，而王粲此时应该也在军

中，极可能同因染疫而亡。王粲之外，其他“四子”也都因感染疫病，于同一年中相继逝世。曹丕在《与吴质
书》中云: “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何可言邪!”［3］608建安文学中以“三曹”父子与
“建安七子”为中坚，因此建安七子的遽然离逝对当时的邺下文人集团和建安文学的影响不可谓不大。
首先，这场瘟疫造成的“五子”的一时俱逝，使流行于当时的以风月、游宴、恩荣、赠答为主要内容的交际

应酬之作开始走向衰落，而以悼亡为主要内容的哀悼之文逐渐兴起。前期有如刘桢写给徐干的《赠徐干诗》
和徐干回赠刘桢的《答刘桢诗》，王粲、陈琳、应玚等人的《公宴诗》以及各种表现文采风流的赋等等。而到了
建安末期，王粲亡后，曹植作《王仲宣诔》，深切表达了对王粲“早世即冥”的悼念、哀思之情。建安大疫所导
致的“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的惨况，使得曹丕在痛惜之余，也体会到了生命的无常，促使他思
索人生的意义。
其次，这场瘟疫对汉魏之际“诔文”的内容和结构转型也有一定的影响。“诔文”是一种对死者表示哀悼和

怀念的文体，先秦两汉时期的诔文注重“述德”———颂扬亡者生前的功德，而魏晋以降的诔文结构和内容都有所
转变，先“述德”后“写哀”的模式( 前半段承袭传统的述颂勋德，后半段则着重彫伤述哀) 在此时开始定型。
最后，瘟疫间接地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发展和兴盛。曹丕与王朗书中云:“‘生有七尺之形，死唯

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彫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论撰所
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集诸儒于肃城门内，讲论大义，侃侃无倦。”［3］88因这场大疫，使曹丕深切感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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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无常，故而著书立说，以求不朽，其所著《典论·论文》一篇，更是开创了盛极一时的魏晋文学批评之先
河，在文学批评史上也是开风气之先之作。
( 四) 为道教发展提供了机会

瘟疫的流行为道教发展提供了机会。由于医疗技术、水平和医学认识的局限，古人无法对瘟疫的出现、
控制和根除形成科学的认识，也就无法找到正确的解决之道。若不幸染疫，富裕之家尚可访医问药，谋求生
路，而贫穷的普通百姓大多无力就医，只能听天由命、坐以待毙。瘟疫不仅使染疫者遭受生理上的痛苦和煎
熬，也使笼罩在瘟疫阴霾之下的非疫病者承受着巨大的心理恐慌。对现实的束手无策，导致人们转而寻找
非现实的力量，以求获得心理和精神寄托，早期道教便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
汉灵帝中平元年( 170 年) ，张角以太平道为号召发动起义，旬日之间，天下响应。根据表 1，自灵帝建宁

二年( 169 年) 至光和五年( 182 年) 短短 13 年间，就发生大疫 5 次，平均约 2． 5 年就暴发一次。连年的瘟疫
与太平道的诞生和发展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首先，道教以驱邪祛疾作为创教和传教的立足点。张角创立的
太平道，“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5］2299十余年间，信徒达数十万，“自青、徐、幽、冀、荆、扬、
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5］2299人们在对现实无能为力时，往往倾向于求助神秘力量，而道教以符咒治病
救人的方法恰好迎合了民众的需求，遂借此大肆收揽信徒，得以不断发展壮大。
其次，太平道的教义能给人民带来心理上的慰藉和寄托。被太平道奉为经典的《太平经》中云:“阴气胜

阳，下欺上，鬼神邪物大兴，而昼行人道，疾疫不绝，而阳气不通。”［19］85，认为瘟疫大兴是由于鬼邪作祟，目的
是为了“除凶民，度善人，善人为种民，凶民为混韲”。其终极目的是为了重建天地秩序，在此过程中将会“众
妖纵横互起，疫毒冲其上，兵火绕其下，洪水出无定方，凶恶以次沉没。此时十五年中，远至三十年内，岁灾
剧，贤圣隐沦。”当天地间发生大变动时，神人便会派遣真仙、上士出世来引导、劝厉人民“从者为种民，不从
者沉没，沉没成混韲。凶恶皆荡尽。种民上善，十分余一。中下善者，天灭半余，余半滋长日兴”［15］5 － 6。因
此，只有成为“种民”才有可能度过这些灾祸。而且成为“种民”还可以学习长生之术，可以成仙，这对于在瘟
疫阴霾下苦苦挣扎的底层百姓来说，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也是他们当时能抓住的一根救命稻草。“道教
的神仙理论，宣传神仙不死和神仙可以学致，赋予了在瘟疫带来的恐怖气氛中慨叹生死靡常的天下苍生以

摆脱瘟疫厄运的希望和追求生命永恒的信念。”［20］

此外，这次瘟疫对医学的发展也起到了某种程度的促进作用。张仲景宗族 100 余人，有三分之二死于瘟
疫，这促使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对伤寒做出了较全面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撰成的《伤寒杂病论》，为中医
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 汉末三国之际的气候变化、接连不断的自然灾害、纷繁扰攘的军阀混战，
以及严峻的人口问题等都可能成为引发瘟疫的导火索和促使瘟疫传播的助推器。但瘟疫的肆虐，究其主要
原因当在于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和医疗卫生条件的限制。
汉末三国之际的瘟疫对社会的影响全面而深远。首先，瘟疫对人口的影响是最直观、最明显的，瘟疫导

致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是东汉末出现人口低谷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瘟疫在战争中的作用也是不可
忽视的，它能以“一己之力”影响战争的进程和走向，甚至决定战争的成败，但由于瘟疫经常以某种“隐身”的
状态影响战争，以至于史籍中它的存在和影响常被战争本身所掩盖。再次，瘟疫对文学和文化的影响是以
众多生命的逝去为代价的，它间接地激起了人们对生命的思考，无形之中促进了文学的发展。最后瘟疫对
社会心态和宗教信仰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对社会历史的作用虽不像人口死亡、政权更替、经济衰
退那样直接和明显，但却是非常深远和重要的”［21］299。因此，我们不仅仅要关注瘟疫本身，更要关注其对人
类社会所带来的影响和人类社会对瘟疫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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